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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抑制的或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其類型與個人因素之探討響

壹、背景及目的
員工偏差行為(employee deviate behavior)，又可稱為員工反規則行為(rule breaking)

或是組織不當行為(organizational misconduct or misbehavior)，指的是組織內員工違反了
組織規則，並對組織內部管理造成負面影響的行為 (Robinson & Bennett, 1995; Ferrell,
Fraedrich, & Ferrell, 2005)。由於這類行為主要是影響到組織的內部管理，所以組織外的
公眾未必能夠有足夠的訊息或是感受到相關影響。在一些關於員工偏差行為的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是針對特定的偏差行為，探討其影響因素，例如O’Leary-Kelly, Griffin, and
Glew(1996)針對員工侵害行為的研究、MacLean(2002)針對業務欺騙行為的研究。其次，
也有研究是同時針對員工的多種偏差行為進行探討，例如Stone(1978)、Raelin(1984)、
Leatherwood and Spector(1991)、Vardi(2001)、Sims(2002)、Dore(2005)等等的研究。這兩
類的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員工偏差行為的因素很多，包括個人因素、工作因素、組織因
素、個人與組織的互動因素、組織對員工行為的反應、乃至於政府與國家文化的因素。
不過，這些研究多半也都認為，不論何種因素，最後往往是因為員工的認知受到影響，
進而引發或抑止員工從事各種偏差行為。

除了探討員工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之外，另外常見的是對於員工偏差行為進行分類
的研究，其中經常被引用到的是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研究。他們將員工偏差行
為分成四類，包括個人侵害行為(personal aggression)，也就是組織成員從事危及其他成
員身心的行為；政治偏差行為(political deviance)，亦即組織成員破壞組織氣候的行為；
生產偏差行為(production deviance)，指的是組織成員不利於生產的行為；以及財產偏差
行為(property deviance)，也就是損及組織財產的員工行為。之後，Aquino, Lewis, and
Bradfield(1999)的研究，也在Robinson and Bennett 的分類之下，針對員工偏差行為的可
能類型進行確認與相關探討。雖然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研究將員工偏差行為區
分成四類，可是其並沒有辦法處理Foerschler(1990)所提出來的一個觀點。Foerschler指出
了一個長久以來，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現象，那就是組織中除了明文規定與政策之外，還
有一些無形的規範存在，這也正是Argyris and Schon(1996)所認為的，組織中除了昭示理
論(espoused theory，亦即明文規定)之外，還有一些使用理論(theory-in-use，亦即組織中
不言自明的規範)，而Argeris and Schon 相信，組織中的昭示理論與使用理論經常有一些
地方是矛盾的。然而，過去關於員工偏差行為的研究中，往往沒有納入對此一觀點的完
整討論，於是造成過去研究除了對員工偏差行為是否符合規範，缺乏明顯的區分。

此外，許多關於倫理或道德議題的研究，也經常喜歡使用倫理短文(vignette)來衡量
受測者的道德程度(例如Robertson, Hoffman, & Herrmann, 1999; Sims, 2002)。這種倫理短
文，其優點是提供了較多的資訊，符合一般人在多種資訊中做出判斷的決策習慣；然而，
短文測試法也有一些缺點，包括Bateman, Fraedrich, & Iyer(2002)所提到的短文框架效應
(framing effects)，以及短文往往是透過一個虛擬事件，詢問受測者對於處理方案的同意
程度，於是受測者的回覆只能反映出部份的真實態度(Paolillo & Vitell, 2002)，再加上受
測者的耐心有限，所以只能以少數幾篇短文進行測試，而每個研究所使用的短文之間卻
又不盡相同，所以其研究結果往往無法一體含蓋大多數的可能，也就是其外部效度較低
(沈介文，2005)。

因此，本研究先針對員工偏差行為，區分成符合組織無形規範而受到鼓勵的，以及
不符合組織無形規範而受到抑制的偏差行為，並從中找出一些比較典型或顯著的案例，
發展成衡量問卷，進行問卷調查。其次，過去研究多半接受個人因素(例如個人認知)，
是影響員工偏差行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故本研究也將探討員工偏差行為與其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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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以下，本文先就員工偏差行為的分類進行文獻整理，然後再討論其影響因
素，進而提出相關假說。

貳、文獻探討
一、員工偏差行為的類型

所謂員工偏差行為，根據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說法，是指員工有意圖地破
壞組織所昭示(espoused)的規則，並且帶給組織傷害。這些傷害可能很嚴重，也有可能
較輕微，但由於組織中約有33%-75%的員工可能發生偏差行為(Harper, 1990)，所以整個
組織乃至於產業，因員工偏差行為而造成的損失是相當驚人的(Murphy, 1993)。過去關
於員工偏差行為的研究，許多是針對特定議題，例如針對員工侵害行為(O’Leary-Kelly,
Griffin, & Glew, 1996)、業務欺騙行為(MacLean, 2002)、以及性騷擾行為(McCabe &
Hardman, 2005)等等的研究。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試圖將員工偏差行為予以分類，或是
針對不同類型的員工偏差行為，進行整合探討，例如Raelin(1984)、Robinson and
Bennett(1995)、Aquino, Lewis, and Bradfield(1999)、Vardi(2001)。其中，Robinson and
Bennett認為，以往的分類在整合程度上並不夠完整，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太具有歸納上
的效度，所以他們透過多元尺度方式，考慮了行為嚴重程度以及行為傾向於組織或人際
的傷害，而重新將員工偏差行為分成個人侵害行為、政治偏差行為、財產偏差行為與生
產偏差行為。在Robinson and Bennett(1995)將員工偏差行為分成四類之後，Aquino, Lewis,
and Bradfield(1999)又將此四種類型的員工偏差行為化簡為原始的兩類，也就是員工在組
織面的偏差行為，包括了生產與財產的偏差行為，以及在人際互動面的偏差行為，包括
了個人侵害與政治的偏差行為。

以上幾種分類的方式與結果，基本上都是依循著Robinson and Bennett(1995)對於員
工偏差行為的定義，也就是這些員工的行為，是出於其自願但違反了組織的明示規則，
並會帶給組織内部一些傷害。然而，Argyris and Schon(1996)指出，組織除了明文規定之
外(稱之為昭示理論)，還存有一些日常作業所依據的使用理論，而組織的明文規定未必
等於真正的使用理論。其次，Argyris and Schon 還認為，組織成員日常所接觸的使用理
論，才是其所面對與感受的真實情境，而這些情境帶給員工的感受與行為指引，可能遠
比書面上雖然說明清楚，但卻未必被人遵守的員工守則等等之明文規定更具意義。此一
觀點，Foerschler(1990)也表達出類似的看法。他就法律上的角度指出，過去關於企業不
當行為的法庭判例，通常是以企業的明文政策是否違法，來判定企業是否應該對員工的
不當行為負責。然而，Foerschler 認為，即使企業的明文政策並沒有要求員工進行某種
非法行為，但如果組織的無形規範有默許，甚至於間接引導員工進行非法或不當行為
時，則該行為也應該被視為是企業的責任。

在區分了組織的明文規定與使用理論之後，Argyris and Schon(1996)接著提到，組織
透過內部的交互探詢或質疑，往往有助於發現問題，進而改善問題。但組織在自我探詢
的過程中，常會有一些防衛機制發生，最後組織將喪失自我探詢的能力。Argyris and
Schon 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熟練的無能，也就是組織能夠很有技巧的不去討論一些過錯，
或是刻意忽略一些過錯，而這種技巧往往存在於組織日常的使用理論中。因此，當組織
成員違反組織的明文規定時，如果組織的使用理論，也就是組織的日常規範，會刻意忽
略這些偏差行為，將會形成一種暗示，鼓勵成員們繼續進行這樣的行為。

關於組織日常的使用理論，可能會鼓勵員工偏差行為的發生。McCabe and Hardman
針對性騷擾的研究指出，雖然性騷擾是一種員工偏差行為，明顯地違反了組織規定，所
以看到該偏差行為的觀察者，好像都應該會進行干預。不過，McCabe and Hardman 認
為，由於組織中有社會影響效果的存在，也就是其他人對於該行為是否有強烈反應，往
往會影響到觀察者干預的可能性。此時，根據MacLean 所提出來的模型，一旦組織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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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員的偏差行為，組織成員就容易把遵守規則當成是一種無意義的儀式，進而導致員
工偏差行為反而被視為是正常行為，並增加了員工持續再犯的可能性。

經由以上的文獻整理，本研究認為，員工偏差行為應該還可以分成符合組織無形規
範，因而受到鼓勵的偏差行為，以及不符合組織無形規範，因而受到抑制的偏差行為。
於是，本研究提出表1的分類架構。其中，第一步是根據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觀
點，將員工的偏差行為分成個人侵害行為、政治偏差行為、財產偏差行為、以及生產偏
差行為；再綜合Foerschler(1990)、Argyris and Schon(1996)、MacLean(2002)、以及McCabe
and Hardman(2005)的看法，將員工偏差行為，根據其是否符合組織規範予以分成兩類。
最後，形成4X2 的員工偏差行為類型矩陣，包括了不符合組織無形規範的員工偏差行
為，也就是組織抑制的員工偏差行為，這類行為通常會受到組織積極的介入、干預、考
核與處理。其次，分類中也包括了符合組織無形規範，亦即組織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
而組織對於這類行為，往往會不予舉報，或是不刻意加以處理，甚至刻意的不加以處理，
或是某些措施會間接引導員工發生這類行為的可能性。

表1 員工偏差行為之分類架構
不符組織
無形規範

組織抑制的
個人侵害行為

組織抑制的
政治偏差行為

組織抑制的
財產偏差行為

組織抑制的
生產偏差行為

符合組織
無形規範

組織鼓勵的
個人侵害行為

組織鼓勵的
政治偏差行為

組織鼓勵的
財產偏差行為

組織鼓勵的
生產偏差行為

個人侵害行為 政治偏差行為 財產偏差行為 生產偏差行為
二、員工偏差行為的影響因素

由對於員工偏差行為影響因素之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影響因素大致上可以分
成三類：個人因素、組織內因素、以及組織外因素。其中，組織外因素包括了國家文化
與政府法規(Stone, 1978; Dore, 2005)，而組織內因素則包括了上級的監督、組織氣候、
組織的無形規範與過去歷史、以及組織的獎懲系統等等。例如，Wimbush(1999)認為，
組織中的上級監督，對於員工道德行為具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當員工的道德發展階段
是處於對獎懲服從的階段時；而Vardi(2001)認為，當組織充滿溫暖、支持與獎勵的組織
氣候時，員工的偏差行為就會減少；至於在Foerschler(1990)的研究中，他則是強調組織
的無形規範以及過去的行動歷史，都會影響到員工的偏差行為。此外，在Leatherwood and
Spector(1991)以及MacLean(2002)的研究中，他們強調了組織的獎懲系統對於員工偏差行
為的影響，而在Leatherwood and Spector 的研究中，還提到了個人因素對於員工偏差行
為的影響，這些個人因素包括了員工自己對於倫理、成本、以及風險的考量等等。

員工的偏差行為，基本上是一種倫理決策的結果，Cottone and Claus(2000)指出，倫
理決策的影響因素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原則因素，指的是決策者會因個人經
驗或是人口屬性，而形成某些倫理原則，用以在各種倫理困境中，做為決策的判準。第
二類則是決策的社會互動本質因素，指的是決策者會受到決策當時的情境影響，而產生
不同的認知與考量，例如考慮到個人或團體的利得消長、其他關係人的訴求、國家法律
或經濟環境的現況與未來等等。對於Cottone and Claus 的觀點，Raelin(1984)在其員工偏
差行為影響因素的整合模型中也有提到，Raelin 認為，不論是組織或工作因素，最後都
與員工的認知狀態、期望、或是個人的職涯階段有關。因此，本研究認為，個人因素對
於員工偏差行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以往，關於員工偏差行為個人因素的探討，大致上又將個人因素分成兩類，包括個
人背景資料(demography)與個人認知。其中，個人背景資料包括了個人的職業別、教育
程度、年齡、性別、現職年資、所得、過去工作經驗等等，而在這些背景資料中，因為
年齡、所得、以及產業中的工作經驗，往往反映出個人目前所處的職涯(career)階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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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會影響到員工行為的適當或偏差程度(Raelin, 1984; Roozen, De Pelsmacker, & Bostyn,
2001)。一般來講，比較年輕、所得較少、以及產業工作經驗比較不豐富的人，因為還
不太習慣「企業的真相」(reality of business)，所以其決策的倫理程度也比較高(Singhapakdi,
Rao, & Vitell, 1996; Roozen, De Pelsmacker, & Bostyn, 2001)。因此，越處於職涯早期的員
工，其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而本研究也據以提出第一個與第二個假說如下：
假說1 員工越處於早期的職涯階段，其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有越低的行動傾向
假說2 員工越處於早期的職涯階段，其對於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有越低的行動傾向

除了個人的背景資料之外，許多研究指出，個人認知也與員工偏差行為有關，其中
包括了個人的價值觀、態度、人格、工作倫理、及其對於組織系統的感受或期望等等。
例如Raelin(1984)認為，當組織的反應與員工期望有落差時，員工會處在一種失調或困惑
的狀態中；此時，員工本身的意圖以及對於失調來源的確認，將會影響員工是否產生偏
差行為或是針對期望落空進行適當的調整行為。另一方面，Leatherwood and Spector(1991)
的研究則指出，員工對其行為有無可能被組織偵測到的認知，會影響其偏差行為發生的
可能性。MacLean(2002)也認為，員工對於組織中壓力的認知，例如感受到財務績效的
壓力等等，以及對於組織中機會的認知，例如感受到昇遷的希望等等，都會影響其偏差
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以上這些關於員工認知與其偏差行為的研究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發現，許多研究關
心的是員工對於組織的認知，是否會造成其偏差行為的發生。例如，對組織的期望(Raelin,
1984)、對組織偵測能力的判斷(Leatherwood & Spector, 1991)、對組織中壓力與機會的認
知(MacLean, 2002)。雖然員工對於組織的情感認知以及對於組織的投入，會顯著影響其
偏差行為，但員工對於行為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則與其偏差行為之間並無明顯相關。
Sims(2002)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在研究中，他是以員工離職意圖來判斷員工對於偏差行
為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並認為離職意圖越高者，其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越低。可是Sims
後來發現，員工離職意圖似乎無法反應出Hirschi(1969)對承擔義務認知的定義，反而是
Leatherwood and Spector(1991)所提到的成本與風險考量，比較類似於員工對行為可能承
擔義務的認知，亦即員工對於因為偏差行為而可能承擔的後果與成本多寡之認知。另
外，Sims 也指出，在他的研究中，主要還是以短文測試的方式，針對特定的員工偏差
行為進行研究，所以其結論的普遍性也就受到限制。除了Sims(2002)自己提到的一些研
究限制之外，關於Hirschi(1969)或是Hollinger(1986)與Sims 的研究，他們基本上都沒有
特別將無形的文化/規範，與有形的法律/規定予以區分。可是後來的一些研究，包括
Foerschler(1990)、Argyris and Schon(1996)、MacLean(2002)、McCabe and Hardman(2005)、
以及Dore(2005)的研究，都指出有形的法律與規定，基本上不等同於無形的文化與規範，
而這些無形的文化與規範，可能對行為人有更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的社會
結合程度很高，他/她對於社會應該會有較高的情感認知、較高的投入、承擔較高義務的
認知、或是對於規範有較高的信念。同樣的，無形規範與具體規定之間的不一致現象，
也會發生在組織當中(Argyris & Schon, 1996)。其結果也可能使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越
強，反而越增加了組織規範同意或鼓勵的偏差行為。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不符合組織規
範，也就是組織抑制的員工偏差行為，以及符合組織規範，也就是組織鼓勵的員工偏差
行為，探討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對其之影響。其中，除了根據Sims(2002)的建議，重新
設計員工對偏差行為承擔義務的認知題項之外，本研究也會加入Sims 所沒有進行的員
工對規範信念的衡量，然後以問卷調查方式，驗證第三個與第四個研究假說：
假說3 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越強，其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有越低的行動傾向
假說4 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越強，其對於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有越高的行動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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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經過文獻探討之後，本研究提出四個假說，並將個別的子假說展開如表2 所示。至

於圖1，則是四個假說的關聯圖，亦即本研究架構。其中，本研究打算以問卷調查方式
來驗證各個假說，而為了讓填卷者對於員工偏差行為能夠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問卷所
提及的員工偏差行為，至少是填卷者在組織中曾經看過或聽聞過的行為，也就是該行為
應該是比較典型或容易發生的員工偏差行為。

因此，本研究首先需要找出典型的員工偏差行為，再據以設計問卷題項，然後才能
衡量各個變項並加以分析，以檢定假說。以下，就是本研究將採用之方法的說明。

圖1 研究架構
一、確認典型的員工偏差行為

在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研究中，他們列舉了45 種員工偏差行為，包括了員
工謊報加班時數、以言語辱罵同事、故意犯錯、遲到早退、以及破壞儀器設備等等。他
們並將這些偏差行為分成四類，而由於其分類方式相當合理且過程嚴謹，故本研究也採
用其分類結果，把員工偏差行為分成個人侵害行為、政治偏差行為、財產偏差行為、以
及生產偏差行為。然而，本研究也相當認同Dore(2005)的觀點，也就是不同的國家文化，
會對行為人的認知有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打算加入台灣觀點，透過立意抽樣，
請100 位修習過企業倫理的本地在職學生，描述在組織中最常見到的員工偏差行為，再
將這些行為結合Robinson and Bennett 所提到的45 種行為，予以整理條列出來。

接著，本研究將以內容分析法來處理以上所整理的各種員工偏差行為。首先，會請
三位有一定工作經驗，且研究領域與企業倫理或員工偏差行為有關的學者，針對各種員
工偏差行為，根據Robinson and Bennett(1995)的觀點進行編碼(分類)，也就是將各個員工
偏差行為歸類至個人侵害行為、政治偏差行為、財產偏差行為、或是生產偏差行為。當
然，本研究也會依據Budd, Thorp, and Donohew(1967)對內容分析法所建議的標準程序，
在編碼之前，對各編碼者進行詳細的類目定義說明，而編碼之後，求算編碼者之間的相
互同意度為0.90、信度為0.85，顯示編碼獲得接受。

最後，本研究將針對編碼完成的員工偏差行為，計算其重複被提及的次數，也就是
每一種偏差行為，在100 位修習過企業倫理的在職學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提到該行為。
然後，在每一類的偏差行為中，包括個人侵害行為、政治偏差行為、財產偏差行為、以
及生產偏差行為，選擇重複提及次數最多的五種行為，做為該類行為中典型或是最常見
到的員工偏差行為。至於如何判斷此種員工偏差行為，究竟是屬於組織抑制或是組織鼓
勵的行為，本研究將於問卷設計時再加以處理。
二、問卷設計與調查分析

關於問卷設計部份，本研究將針對前面所整理出來的四類共20 種員工偏差行為，
每一種行為設計四個問題詢問受測者。第一與第二個問題，主要是想衡量員工對於組織
抑制的或是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首先，第一個問題是衡量組織對於員工偏

員工的職涯階段：
年齡、所得、工作經驗

員工的組織結合：
對組織的情感認知、對組織的投
入、對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對
組織規範的信念

員工對於組織抑制的
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

員工對於組織鼓勵的
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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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行為的鼓勵程度，當組織的處理方式越接近嚴格指正時，表示組織越不鼓勵或是越抑
制員工發生該行為。接著，本研究將針對以上每類兩種的典型行為，包括組織比較抑制
以及比較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登錄受測者在第二個問題上的回覆，以衡量受測者發生
該行為的可能程度，也就是其行動傾向。因此，對於組織比較抑制的員工偏差行為，若
受測者回覆只要合理就無妨時，意謂著受測者對於該行為的行動傾向較高；相對地，若
受測者對於該行為非常反感，則表示受測者對該行為的行動傾向較低。同時，為了要避
免受測者感到「應該」要如何回覆的壓力，亦即減少其社會期許效應，本研究不但採用
匿名問卷，也將參考Vardi(2001)的建議，在問題上不詢問受測者本人的行為，而是詢問
其對於觀察到的行為之認同程度，以間接方式來判斷受測者對於組織抑制的或是鼓勵的
員工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此外，針對員工偏差行為所設計的第三與第四個問題，主要
是衡量員工對其行為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本研究將參考Leatherwood and Spector(1991)
所提出來的成本與風險概念，並認為不同的行為會有不同的成本與風險，於是針對組織
抑制的或鼓勵的偏差行為，詢問受測者對於此行為所認知到的風險(第三個問題)與成本
(第四個問題)，並於資料登錄後，與受測者對於該行為的行動傾向(第二個問題)，進行
後續的統計分析與比較。

除了以上假說3 與假說4 的驗證之外，在假說1 與假說2 方面，關於員工的職涯階
段，本研究將參考Raelin(1984)與Roozen, De Pelsmacker, and Bostyn(2001)的看法，以員
工的年齡、所得、以及產業工作經驗的時間長短來加以衡量，並驗證其與員工偏差行為
(不論是符合規範或不符合規範)之間的關係。至於員工年齡、所得、以及產業工作經驗
的資料，將含蓋於受測者的個人基本資料當中，同時問卷也會請受測者填寫一些關於組
織的基本資料。

一旦問卷完成之後，除了一些必要的語意回饋與前測修正之外，本研究將以台灣前
1000 大企業的人資部門主管為對象，進行郵寄問卷的調查。之所以採用此一對象，是
因為人資部門往往負責組織制度建立以及員工行為獎懲的處理，所以對於各種員工偏差
行為與組織規範，應該有比較深入的瞭解。至於問卷寄出後，本研究將每隔二週催收一
次，預計催收二次，並在問卷回收完畢時，除了整理回卷者的基本資料之外，也將進行
未回卷偏誤(nonresponses bias)的分析。這主要是根據Armstrong and Overton(1977)的假
設，認為較晚回卷者與未回卷者相似，於是將最早回卷的四分之一與最晚回卷的四分之
一，比較他們之間的各種人口統計資料與其他變項，觀察其人口背景或是變項的均值分
佈，是否有明顯差異，以確認是否有未回卷偏誤。最後共回收有效問卷216份，催收前
回覆者有144份，經催收後回覆者有72份，偏誤檢定(p..05)則顯示未具有顯著差異。

肆、研究結果
一、組織抑制的或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區別

首見，本研究依所收集回來之資料，將組織對於員工不當行為的態度分為鼓勵型與
抑制型兩群，其中鼓勵型之組織具有 75 家，佔整體之 34.72%，而抑制型之組織則有 141
家，佔整體之 65.28%(如表 2 所示)。然後就此兩群進行比較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由
其可知，鼓勵型的組織中，成員的不當行為行動傾向顯著高於抑制型的組織。由此可見
此分群具有顯著區別。而就不同的偏差行為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除了財產偏差行為
外，組織對於生產、政治與個人侵害等偏差行為之鼓勵高於抑制(如表 4所示)。

表2 組織對於員工不當行為之態度。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鼓勵 75.00 34.72 34.72 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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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141.00 65.28 65.28 100.00
總和 216.00 100.00 100.00
表 3 員工對於組織鼓勵或抑制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

組織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F 值 P 值
鼓勵 4.24 0.31 0.04

行動傾向
抑制 3.51 0.56 0.05

18.04 0.00*

註：* p <.05

表4 組織抑制的或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
組織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F 檢定 顯著性
鼓勵 75.00 3.63 0.44 0.05

生產偏差
抑制 141.00 2.87 0.60 0.05

5.20 0.02

鼓勵 75.00 4.13 0.39 0.04
財產偏差

抑制 141.00 3.48 0.45 0.04
1.14 0.29

鼓勵 75.00 4.21 0.37 0.04
政治偏差

抑制 141.00 3.50 0.59 0.05
16.21 0.00

鼓勵 75.00 4.84 0.23 0.03
個人侵害

抑制 141.00 4.35 0.53 0.04
22.73 0.00

二、職涯階段之檢定
首先，本研究分別就抑制型與鼓勵型組織進行檢定，以驗證職涯階段對員工不當行

為行動傾向的影響，結果如表5與表6所示。在抑制型組織中，年資、部屬人數與月所得
愈高時，員工其不當行為的傾向亦愈高。而在鼓勵型組織中，教育程度、月所得愈高者，
則員工其不當行為的傾向亦愈高。由此可見，本研究之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獲得部分
成立。

表5 職涯階段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檢定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5.84 8.00 0.73 2.53 0.01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自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年資 0.02 0.01 0.34 2.17 0.03
部屬人數 0.02 0.01 0.36 3.61 0.00
月所得 0.13 0.06 0.23 2.04 0.04

表6 職涯階段對於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檢定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1.55 8.00 0.19 2.29 0.03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自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教育程度 0.14 0.06 0.32 2.42 0.02
月所得 0.14 0.05 0.51 -2.7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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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結合之檢定
在員工對規範的信念、情感認知程度、對組織的投入與對可能承擔義務的認知等組

織結合變項對員工不當行為行動傾向之檢定方面，則顯示不管組織是抑制或鼓勵，其對
可承擔義的認知方面(風險認知與成本認知)皆具有顯著效果，而員工對規範的信念、情
感認知程度與對組織的投入等三項則未具有顯著效果(如表7與表8所示)。由此可見，本
研究之研究假設3不成立，而研究假設4獲得部分成立。

表7 組織結合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檢定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16.28 5.00 3.26 15.93 0.00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自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風險認知 0.47 0.07 0.50 6.59 0.00
成本認知 0.29 0.12 0.19 2.39 0.02

表8 組織結合對於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檢定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2.55 5.00 0.51 7.66 0.00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自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風險認知 0.28 0.06 0.44 4.31 0.00
成本認知 0.34 0.11 0.30 2.94 0.00

伍、研究結論
由上述的檢定中可知，員工對於組織鼓勵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與其可能付出的成

本認知，顯著高於員工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與其可能付出的成本認知。
而職涯階段對偏差行為行動之檢定方面，則發現年資、部屬人數與月所得愈高時，員工
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亦愈高。教育程度、月所得愈高者，則員工對於組
織鼓勵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亦愈高。

另一方面，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對於組織鼓勵或抑制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皆呈
現，可承擔義務的認知 (風險認知與成本認知)愈高者，則員工的偏差行為之行動傾向
亦愈高。此結果與研究假設3員工的組織結合程度越強，其對於組織抑制的偏差行為，
有越低的行動傾向相違背。至於承擔義務的認知，主要是指行為人對於因為偏差行為，
而可能承擔多少後果與成本的認知，若認知到可能的成本越大，則行為人越不會有犯罪
行為。但相反的，若行為人認知其可能付出的成本不大，且被發現的機率低時，則其可
能產生的不當行為行動傾向就會較高。由於本研究所彙總出最常見的不當行為係屬輕微
的不當行為，因此致使行為人愈了解其可承擔義務的認知愈清楚時，則其發行不當行為
行動傾向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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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1.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研究內容依原計劃完成，為加入台灣觀點，透過立意

抽樣，請100 位修習過企業倫理的本地在職學生，描述在組織中最常見到的員工偏
差行為，並以內容分析法來處理以上所整理的各種員工偏差行為與設計問卷，並發
放給台灣製造業500大企業與服務業500大企業進行問卷調查。

2. 達成預期目標情況：在問卷設計與文獻整理方面，都達到預期目標，而對於人員訓
練，助理的訪談技巧、內容分析技巧、問卷設計、問卷發放與回收、資料建檔與統
計分析技巧的訓練，乃至於對統計結果解釋能力的訓練都有進步。此外，亦以台灣
前1000 大企業的人資部門主管為對象，進行郵寄問卷的調查，並進行假設驗證。其
可以釐清過去文獻中未含蓋的部份或是一些不同的推論，例如員工的職涯階段或是
與組織結合的程度，兩者對於組織抑制的與鼓勵的員工偏差行為之影響。其可深化
對於員工組織結合以及員工偏差行為相關知識的瞭解

3. 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本研究對於員工不當行為研究方面，開拓了一個新的
方向，確認組織對於不當行為的態度具有鼓勵或抑制的行為，而其亦會影響到員工
不當行為的行動傾向。

4.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目前運用於專題與論文研究的一些概念與研
究結果，已逐步改寫投稿中。


